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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的兴起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的建构：从参与主体多元到资源渠道多元

[摘要] 社区基金会是聚焦社区公共事务解决的基金会形态。社区基金会注册成立的资质与流
程、吸纳和管理捐赠资金的过程，以及最终的资助行为都需遵循《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对于传统依赖行政层级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模式，社区基金
会提供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解决的中介平台。而相对于一般的公共服务机构，社区基
金会拓宽了公共服务的资源渠道，不再单纯依赖政府资源，公共服务从项目设计到最终实施都
更贴近社区现实需求，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效率和最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多
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也可以作为政府对公共服务投入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财政负
担。以社区基金会为中心的公共服务生产、供给模式，实现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从“参与主
体多元”到“资源渠道多元”的转变，是建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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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经历
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渐进
转变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不断涌现的各类新型公
共服务需求，成为社区治理体制不断向前推进的
主要动力，也倒逼服务供给由“单位”“街居”承
担，发展到当前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途径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共同承担，从
而形成新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聚焦社区公共事务的新
型慈善组织形态，近年来频繁出现在各地治理实
践中。2014年 3月，深圳市出台《深圳市社区基金

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规范和鼓励基层慈
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上海市紧随其后在
2014 年市委“一号课题”调研成果“1+6”文件中
提出：“在街道、乡镇层面探索建立社区发展基
金（会）”。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倡导与制度规范助
推社区基金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 2018 年 5
月，全国已经注册成立 81 家社区基金会（如图 1
所示），除了之前的深圳市和上海市，成都、南
京、重庆、北京等地也相继出台相应的政策措
施，规范和推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社区基金会
为何会在近年来获得地方政府的青睐并得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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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广？本文将社区基金会置于我国基层公共
服务供给模式的演变框架下，通过考察上海、深
圳、成都等地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现状，思考以社
区基金会为中心的社区治理新突破。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当前关于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三方面：一是对现阶段在我国发展社区基金会的
价值与意义的推介，有学者认为社区基金会在推
动社区自治方面有积极作用，①且可以提供一种
非官方的福利供给渠道，满足某些弱势群体的福
利需求。②这类研究对社区基金会能够在国内落
地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推介作用。二是关于社区基
金会类型与发展策略研究，如徐家良、刘春帅、周
如南等研究了不同主体的行动策略，根据社区基
金会出资和实际运营过程中的影响力，将国内现
有的社区基金会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
居民主导型三种类型，③这三种类型也是当前学
界和实践界对社区基金会的主要分类标准；章敏
敏、夏建中则在参考美国社区基金会银行模式、
混合模式及聚类模式三种运作模式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认为聚集模式才是适合我国社
区基金会发展的模式。④三是对社区基金会功能
研究。此类研究重点关注社区基金会“资源链接”
的效能，考察其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资源

的作用，⑤及在整合各类服务资源的基础上对社
区现实需求的回应。⑥

国内社区基金会研究以国外经验介绍和国内
实践案例分析为主，聚焦社区基金会的生存发展
策略，但针对社区基金会快速扩散动力机制的专
门研究较少。有研究提到了社区基金会在国内快
速扩散的三点动因：一是在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
转型的发展战略下，慈善本地化成为重要探索方
向；二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增大，需
要更多元的资源支持；三是政府在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层面，将社区基金会视为新的培育机制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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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社区基金会数量增长走势
资料来源：基金会中心网：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found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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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①但这些研究最终还是落脚在社区基金会的
发展策略上，没有对社区基金会快速扩散背后的
动力机制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将社区基金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置于我国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演变历程中考察，
发现社区基金会是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②”的主
体之一，参与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敬
乂嘉指出当前我国政府与非赢利部门的合作治
理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这实质上是
一种“委托-代理”的合同治理模式。政府作为公
共服务资源（资金等物质性资源）的供给方，享有
对服务外包合同的剩余控制权；而社会组织往往
因为对政府的“资源依赖”倾向于同政府建立并
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可以容忍政府的过度干
预。③这种合作形态之下，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
供给者的角色得以实现，但却由于资源限制而不
得不成为政府的附属，这种合作方式难以真正发
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生产上的专业性，社会组
织在很多情形下只是作为政府所承担的公共服
务的分担者。

社区基金会作为基金会的一种类型，打破了
政府作为单一资源方的限制，在政府资源之外，
积极拓展企业、基金会以及个人等多元化的资源
来源渠道，将合作治理由“参与主体多元”进一步
向前推进到“资源渠道多元”的深度，使社会自我
治理真正获得与政府平等合作的地位成为可能。
下文将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的演变历程的回顾，及以社区基金会为中心的公
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现实效能呈现来对这一议题
展开论述。

二、街居承担到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公共
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模
式经历了两次变革：第一次转变是公共服务的提
供者由“单位”转移到“街居”。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的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使极具社会统合力的“单位制”趋于解体，单位办
社会的领域急速缩减，原来的单位人员回归社
区。为实现有效的社区管理，各地先后进行“两级

政府、三级管理”改革，“街居”权力得到强化，成
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承担者。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希望通过强化基层权力增强社区公共服务
的供给能力，因此，关键的制度性资源和配置性
资源主要依赖行政层级自上而下的调拨。④（如图
2所示）。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结构性
变迁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影响愈发明显，刚性的服
务需求识别机制和僵硬的服务供给能力使街居
面临越来越繁重的治理负担，政府作为唯一供给
主体的“一元化”福利供给，越来越难以满足日趋
多元化、复杂化、动态化的社区需求。另一方面，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活力不断增强，在社会服
务的生产上呈现出比政府更贴近群众的优势。政
府开始有意识的培育社会组织，接纳社会组织参
与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此同时，受西方新公
共管理改革的影响，“政府职能转移”“建设服务
型政府”日趋成为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
点。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受“取消公共服务供给

图 2 街居制下政府与社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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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垄断性”“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等理念的影响，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上海、深圳、北京等地
率先开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实践探索，
并逐渐向全国扩展。2009 年，上海又率先进行了
大规模的社区公共服务竞争性购买，这些探索推
动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第二次变革：供给
主体由政府一元发展到政府、企业、社会多元，进
而形成“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政社
合作治理格局。①这一合作形式有效缓解了政府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的困境，并在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一阶段最主要的贡献
在于突破了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中“街居”作为单
一主体的局限，出现了“街居”之外的企业、社会
组织等多元服务供给主体。但是，经过多年发展，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也出现诸多问题：

一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依附性强。②我国
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制于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
以来社会组织重获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出于
回应社会自治呼声的被动行为。在政府购买服务
中，许多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都是政府为了能够
“花放心钱”而由政府直接推动成立的，社会组织
对政府有极强的依附性。

二是服务合同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政
府面临沉重的合同监管负担。政府购买服务中，
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的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③

在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需要对服务合同
进行监管，这对地方政府是巨大的挑战。

三是服务项目可能是以行政目标为导向，从
而偏离社区性。在合同实施过程中，政府十分重
视合同指标的跟进，并时刻以管理者姿态来干预
社会组织的“偏差”行为。政府的规制和社会组织
的适应性策略带来的结果是：在服务递送中并非
以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为本，而以评估指标为导
向，④带来的最终结果是服务项目社区性的偏离。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造就了多元化的公共服
务供给主体，但并未改变政府作为服务资源唯一
供给主体的现实。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开拓
多元化的资源供给主体，这也是构建社会治理共
同体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我国当前公共服务领域
的资源配置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制度性约束：一是

全能国家的治理传统下约束了社会的发育，政府
本身也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心存芥蒂；二是
企业社会责任未形成科学合理的释放机制，社会
捐赠不足；三是国外资金（如大型基金会）进入受
限。从国家来说，面临着两难选择，既需要开拓资
源来源，减轻自身负担，但又担心市场和国外资
源带来的不可控性。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
应运而生，社区基金会与镇一级政府组织相联
系，立足社区，又能以基金会的形式进行资金资
源运营，支持社区范围内的活动，成为政府突破
当前困境的新选择。

三、社区基金会：资源渠道的拓展与社会
治理共同体的中介组织

（一）注册资金来源多元：撬动区域利益相关
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是指利用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
益事业为目的，并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成立的非
营利法人。因此，社区基金会的“聚财”模式同一
般基金会相仿，接受多元主体的资助和捐赠。国
内较早关注社区基金会的徐宇珊认为，社区基金
会要做三件事：资金筹集、资金管理、资金使用。⑤

积极拓展政府之外的资源是社区基金会资源动
员的首要策略，撬动了政府之外的社区利益相关
主体的资源注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相
关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

对上海市 8家社区基金会注册资金来源的调
查显示，4 家社区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吸纳了政府
之外的捐赠。有些街道动员能力强，辖区内企事
业单位实力也强，辖区内资本很容易被激活。江

① ③敬乂嘉：《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
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 7 期。

② 黄晓春：《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
理论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 1 期。

④ 岳经纶、郭英慧：《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 NGO 关系研
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东岳论丛》2013年第 7 期。

⑤ 徐宇珊：《社区基金会的“形”与“神”》，《中国社会组织》201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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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8 家社区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材料自行绘制

浦社区基金会在街道前期宣传动员的基础上，由
辖区内文通集团、宣茂投资、明源经贸等四家企
业共同筹资 200万成立；延吉社区基金会突破地
域的限制，在基金会筹备阶段由街道领导牵头，
与深圳桃源居基金会达成合作意向，最终以桃源

居的支持为基础，撬动了辖区内泰鸿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等 12家爱心企业，筹措 505 万元原始注
册资金。可见只要政府方宣传动员措施得当，区
域内的社会资本很容易被激活并形成合力（如图
3所示）。

深圳、北京等地的社区基金会也都具有相同
的发展轨迹。北京首家社区基金会———思诚朝阳
门社区基金会，由中国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桃
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南京爱德基金会及朝
阳门街道办事处共同筹资 400万元注册资金发起
成立。

在筹资过程中，政府凭借公共利益代表的身
份，或者以一定比例的“出资”撬动辖区内企事业
单位的资金，进而依托社区基金会的协商和扶持
机制调动辖区各类主体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二）多渠道筹集运作资金，提升社区自我造

血能力
传统的公共服务资金多由政府“输血式投

入”，缺乏“造血式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社区
基金会作为基金会的组织形态，资金筹集、管理
和使用是最基本的职能定位。同一般基金会的筹
资策略相仿，社区基金会利用多渠道筹资，不断
扩大社区公益“资金池”。

成都市 2011 年底开始在全市社区“三圈层”
配比“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
（简称“公服资金”），2012 年由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联合出台《成都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
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全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
财政制度。“公服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拨付，各
区（市）县政府结合本级预算，统筹安排给城市社
区专项用于定额补贴以居民为主体参与社区自
治，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公共
性议题满足社区成员共同需求的资金。公服资金
是专项自治经费，专款专用，按照人口比例，“三
圈层”直接配比到每个社区，极大地提升社区治
理的能力和基层公共服务的水平。但这种财政资
金转移支付的方式需要政府财力的持续支持，带
来财政压力。在访谈中，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谈到
正在计划筹建的社区基金会时，一个基层干部直
言：
“意图之一是希望以社区基金会的形式替代

原始注册资金来源
联合出资各主体注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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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公共服务资金”。
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成都又探索将社区公共

收益纳入到社区发展基金，作为面向社区公共服
务的专项资金。2016 年 7 月，成都市慈善总会与
成都幸福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成立首家公
益慈善综合体———微爱公益慈善超市。超市盈利
的 20%用作社区发展基金，在慈善总会设立社区
服务专项基金，用于社区困难群众的帮扶和志愿
服务的开展。一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这么说：
“未来社区基金会设立后将由社区基金会来

吸收并承担具体的运作”。
2018 年 3 月，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

司成立，作为成都首家服务社区居民的社区公
司，公司定位为“混合制社会企业”（国有成分
50%以上），直面社区居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解
决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无足够精力兼顾的问题，
实现社区的“自我造血”。访谈了解到，黉门社区
公司的成立有一定的“政治任务”意味，负责人有
如下表述：
“市领导在武侯区调研座谈会提到“当前城市

社区发展缺乏资金，社区应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后直接指示黉门社区书记在全市开展社区公司
试点工作，通过社区公司‘将社区服务搞起来，让
社区活起来’。黉门社区公司的章程规定：将盈利
的 20%用来成立社区基金会，鉴于社区基金会还
没有成立，这部分资金暂时放在武侯社区发展基
金下成立黉门社区服务专项基金。”

微爱慈善超市和黉门社区公司都计划将社区
公共收益放到社区基金会，再回馈社区，成为社
区基金会可持续资金来源渠道。政府在两者成立
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扶持，通过试点探索社区自
我造血的有效模式。
（三）社区需求为导向，公共服务项目更有针

对性
政府购买服务是当前基层公共服务的主要供

给方式，政府在购买服务过程中具有治理与权力
延续的双重逻辑，因此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要求
和评估指标经常以行政目标为导向，使得作为承
接方的社会组织在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不得
不受制于政府评估指标，导致服务项目偏离社区

的实在需求。而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组
织，政府只是作为出资方，服务项目的征集、设置
和实施的决策权在理事会。《上海市社区基金会
建设指引（试行）》提出：社区基金会资助或开展
公益项目，除捐赠方有明确指定意向外，应在确
定前通过区域化社区党建平台、社区代表会议、
居民会议和社会组织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社区
需求信息，充分听取社区各方建议和意见，确保
公益项目符合社区发展需要。使服务项目更加贴
近社区现实需求是政府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的
重要动因。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时任秘书长提
到：

基金会成立之后打造了 6 个执行类项目，排
在首要位置的便是“社区需求调研”。项目基本思
路是由基金会牵头对小区深入走访调研，并在走
访后与社区单位、社区公益组织、街道深入沟通，
最终发布了《陆家嘴社区需求调研报告（2015）》，
系统分析了陆家嘴目前的社区状况与需求特点，
为后期公益项目设计与筹集资源指明了方向。

洋泾社区基金会在社区专项基金的使用过程
中，由居民组成委员会，定期接受公益项目和活
动资金申请，组织公开评审，决定哪些是最符合
本社区需要和意愿的公益项目和活动，并直接参
与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基金会按照委员会评审
结果拨付资金，将资金用到真正需要的领域。这
种自下而上资金使用的决策和实施机制，有效解
决了以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社区性不足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社区公共服务最直接的利益
相关者，社区居民得以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
中。社区基金会自下而上的资金使用决策机制，
确保了社区居民在服务项目设计中的发言权，这
对社区治理体系的革新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社区基金会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和
“捐赠人说了算”也是社区诉求达成的保证。深圳
市南山区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捐款人
大会，通过《捐款人公约》来约定治理结构及基本
运行规则。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年报显示，基会的
捐款人代表共有 3 类：一是当届理事会的理事和
监事；二是大额捐款人，捐款额在 1 万元以上；三
是小额捐款人，每位小额捐款人代表接受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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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小额捐款人委托。通过这种方式，基金会所有
捐赠者都可以表达意见建议，社区范围内的企事
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专业人士等都
可以通过这一机制参与到社区基金会大政方针
的决策中。基于此，社区生态被激活，推动了社会
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四）改善社区治理关系，形成以社区基金会

为中介的新型合作关系
当前社区治理场域聚集了居委会、业委会、物

业公司、社会组织等诸多主体，如何协调整合各
方力量一直是政府探索的重点。各类议事会、联
席会议等协商性会议在形式上涵盖了社区治理
的利益相关者，但实际效用的发挥往往不尽人
意。根源在于居委会一直处于社区治理体系的核
心位置，在各方视野中，居委会的身份定位一直
是基层“准行政组织”，高度依赖行政资源。而旨
在实现居委会“去行政化”的“议行分设”“居站分
离”等改革，剥离了居委会的行政事务后，也使其
面向社区各方力量的“合法性”削弱，权威大打折
扣。①

突破这些困境的关键在于认识到社区治理是
一个多层次的治理体系。面对越来越多样化、复
杂化、动态化的社区治理需求，要积极引入并发
挥社会多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当前
国内社区基金会普遍采用“理事会—秘书处”为
核心架构的内部治理结构，理事会作为社区基金
会的决策机构，秘书处为执行机构。《上海市社区
基金会建设指引（试行）》明确指出：“社区基金会
理事人选应体现社区代表性，主要由捐赠人、发
起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代表、社区居民代表、
社区单位代表、社区社会组织代表，以及街道（乡
镇代表）等组成”，涵盖了社区治理相关的各利益
主体，各个主体都有话语权。而在基金会事务的
决定权上，它也有明确规定：“公益项目由理事会
审议决定。”在社区基金会的这种治理结构和决
策机制下，政府代表只是理事会的决策主体之
一。上海市洋泾社区基金会第一届 9名理事中只
有一位街道副调研员作为政府代表，其他均来自
驻区单位、热心公益的居民和白领等。街道领导
非常强调这一点：

“目的就是想让基金会独立，不依附街道，自
主运作”。

作为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代表，洋泾街
道对洋泾社区基金会的扶持并没有出现以往政
府对社会组织“一管就死”的情况，反而渐渐转换
为基金会对社区公益的“反哺”。洋泾基金成立之
后连续两年承担了洋泾街道“自治金②”项目的运
作，为突破以往政府依托行政线条自上而下进行
资金拨付的弊端，洋泾社区基金会建立健全自下
而上的自治议题和项目形成机制，设计了立项、
申请、评审、执行、评估的规范化流程，有序引导
居民全程参与自治事务。资金使用过程中决策主
体更加多元化，自治金项目由专家和居民代表把
关，更在项目策划、立项、实施和结项全过程，请
专家培训项目负责人，鼓励居民参与项目策划和
申请，提升居委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项目受益
面、参与度和透明度。社区治理的各利益相关主
体得以参与到决策的前端，不再以政府行政组织
为决策中心。2013 年，社区提交 47 个项目申请，
申请金额 33.1 万元；2014 年，项目申请增加到 75
份，申请金额达到 70万元。

洋泾社区基金会的行动过程改变了传统的以
居委会为最终执行主体、自上而下的社区公共服
务项目落地流程，而形成一种自下而上、调动多
主体参与的项目生成到落地的机制，这一过程中
不同主体积极展开对话，贯穿项目实施各环节。

四、结论与思考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由传统依托“地方
政府—街道—居委会”层级的“政府一元供给”为
主，逐渐过渡到当前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表
现形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多元供给为主。通
过面向社会购买服务，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① 蓝煜昕、李朔严：《社区组带、资源分配与社区自治———基于
S 市“居站分设”实践的反思》，《公共管理评论》2015 年第 3
期。

②“自治金”是作为上海市街道层面重要的公共服务资金，聚焦
社区自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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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事不分、服务专业化水平
和效率低下的问题。①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成为
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推动了我
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由
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并没有改变政府作为唯一资
源掌控者的实质，政府对服务项目执行有绝对话
语权，由此带来诸如公共服务项目社区性偏离、
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等问题，影响公共服务项目
成效。

应当意识到社区治理要形成一个社会治理共
同体，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区、企业、非营
利组织、居民等之间的共建共享的治理过程。社
区基金会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开辟了多元化
的资金资源渠道，不再单纯依赖政府“输血式投
入”，保证了以社区基金会为中心公共服务供给
体系的自主性；构建了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内外部
治理结构，调动了区域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社区公
共事务的积极性，且在其治理结构中有政府代表

的参与，保障社区基金会的行动方向与政府政策
方针的一致性；遵循了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的基层
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识别机制，公共服务的供给方
向和方式更具针对性，真正满足居民的现实需
求。这些突破和革新共同促成了以社区基金会为
中心的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格局的显现，也体现我
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的深度发展：社
会组织从只是作为“任务量”的分担者，进一步获
得与政府平等合作的身份和地位。促成这一系列
利好的动力机制便是社区基金会发挥作用的机
制，即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来源渠
道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
的重要主体。

（责任编辑：亚立）

① 陆春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进程分析》，《华东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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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from Diversified Participants to Diversified

Resource Channels

ZHOU Xiaomei，REN Le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foundation is a form of foundation focusing on solving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It
provides an intermediary platform for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ublic servic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top to bottom”administrative level. Different
from other general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community foundations expand the resource channels of
public services，no longer solely being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resources. Public services，from project
design to final implementation，are much closer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ommunities，maximiz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ultimate benefits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diversified sources of
funds are good supplements to th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public services，thus reducing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community foundation；diversified participants；diversified resource channels；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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